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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台殖民统治的法理剖析———评《春帆楼下晚涛急: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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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梁启超曾到被日本已经占领十六七年的台湾作半月游。当舟次夜泊马关时,他曾到签订丧权辱国的

“马关条约”之春帆楼一访,不禁感慨万千,写下“明知此是伤心地,亦到维舟首重回。十七年中多少事,春帆楼下

晚涛哀”之句。在台期间,梁氏深受身处异族统治下的台湾名士敬重,其间他与台湾友人诗酒唱和,写下不少感怀

祖国山河破碎、手足分离之作,深叹“破碎山河谁料得,艰难兄弟自相亲”。不过,梁氏此行目的并非专为伤时感

怀做“故国”之思,而主要是想对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作一理性的全面考察,以裨未来中国的建设。他在给上海

《国风报》同人的信中说“吾兹游本欲察台湾行政之足为吾法者,而记述之以告国人”,然而经过半月考察,认为

虽然其中的改币制、兴水利、公共卫生管理建设等不少方面“多有独到之处”,国人应当虚心效仿而不能“违

心以诋之”,但总体而言,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令他“大失望也”。 

       从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日本侵台到1945年日本战败台湾光复重回祖国怀抱,整整半个世纪。对这半

个世纪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作认真细致的清理研究,确具学术和现实意义。商务印书馆2003年10月出版的黄

静嘉先生所著38万言《春帆楼下晚涛急: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及其影响》,便是这方面填补空白的力作。作者

将梁任公当年“春帆楼下晚涛哀”易一字为“春帆楼下晚涛急”作为书名,以示承续当年梁氏之志。 

        

        年已八旬的黄先生早年毕业于东吴法学院,后获美国富布赖特奖学金留学美国南美以美大学,现为台岛著名

律师并在一些著名大学任兼职教授。特别有意义的是,作者在抗日战争中曾投笔从戎,1945年参加中国政府对台

湾的接收工作,以后一直生活在宝岛台湾。这种经历,使作者对此问题既有深厚的学力,又有丰厚的感性体验。当

然,作者坦承这种经历使他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很容易带有某种“感情色彩”,但由于意识到此点,所以作者在研究

中对此便格外警惕,不让“感情”妨碍学术研究的客观公正。从参加“接收”时起,黄先生就有心对此问题作深

入研究,注意访求搜寻有关资料,并不断取得阶段性研究成果,一直为学界所重。因此,本书可说是黄先生有关研究

之“集大成”,是他愈半个世纪之心血结晶,所以功力格外深厚。 

        从16世纪起,西欧逐渐成为了世界体系的中心,出现了列强争霸的局面,并开始向海外殖民扩张,西班牙和葡

萄牙在早期的殖民扩张中处于领导地位。稍后,荷兰,英国、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也加入了殖民的行列,特别是

英、法两国更是“后来居上”。在亚洲,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走向富强,亦开始积极向外扩张殖民。1895年中日马

关条约签订,中国政府被迫割让台湾,这样日本也成为殖民国家中的一员。 

      台湾是日本所获首次之殖民地,其时日本自身还不能说是羽翼已丰,英、美、法、俄、荷五国在日本还享有

领事裁判权(直到1899年即日本据台第4年才告废),应该说它当时并无足够的“资本”(资金乃至能力)去经营殖

民地。日本的殖民是“资本随着国旗前进”而不象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是“国旗跟着资本走”,正因如此,日



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更加残酷、严苛,这是其殖民统治的重要特点。 

       作者指出,在一般关于现代殖民统治的讨论中,大体分为从属主义(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ｏｎ)、同化主义(Ａｓ

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与自治主义(Ａｕｔｏｎｏｍｙ)三类。“从属主义系指在殖民地统治上,对于殖民地自

体利益的否定,一切悉基于殖民‘母’国之利益,殖民地与殖民地人不过其统治权力支配的客体。因此不承认殖

民地人民之参政权,所谓法制只是由统治者依其本身需要的制定”。“同化主义系以对殖民地人民施行法制、

风俗、习惯以至语文之同化,在法律及政治上则赋予殖民地人民与其殖民母国人相同的自由、权利与地位,因此,

殖民地人民并得产生代表参与殖民‘母’国之议会。自治主义则为尊重殖民地人民之固有法制、风俗、习惯、

语文等,尊重殖民地人民之政治权利与自由意志,在立法上,殖民地人民可以产生自己的议会,选择自己所需要的法

制”。①作者的详尽分析表明日本在台湾实行的是“从属性的同化主义”,即竭尽全力“同化”台湾居民,使之

在方方面面都尽快割断与祖国千丝万缕的联系、忘却与自己祖国的认同而达到“皇民化”;但是,台湾人民却又

不能享有与日本本土“皇民”同样的权利。事实上,日本的军国主义统治使其本国国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较其

他宪政国家本就少得可怜,因此台湾民众的待遇则更等而下之。 

         从法理的角度,作者将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每个阶段又细分为两个时期:  

         从1895年到1921年是“殖民统治前期”。这一时期的殖民统治制度为“敉平”各种反抗,实行武官总督

制,总督须具有海陆军大中将之资格,并兼任台湾军司令官,在立法上采取以总督律令立法为原则。所谓律令,为由

总督发布、具有法律效力之命令。“就此,据殖民地统治者宣称,此系基于台湾殖民地统治之特殊需要,故以律令

之特别立法为统治上之基准法源”。律令立法的基调就是在民事上承认旧有习惯,刑事法方面上采取严刑峻罚

的威压及应报主义,造成强有力的行政权力,施行高压殖民统治。在作者的分析框架中,这一时期又细分为“第一

期”和“第二期”两个阶段。第一期(1895—1914)是其殖民统治“奠基期”,也被认为是台湾殖民地被“驯

化”时期。第二期(1914—1921)是所谓“调整转型”期,此时殖民者在政治上已面临调整的压力,所以不得不采

取若干怀柔性政策,其中重要的是删除了台湾总督须为海陆军大中将的资格限制,首任文官总督于1919年10月上

任,为“律令立法”转变为“敕令立法”作了准备。 

          从1922年到1945年台湾光复,为“殖民地统治后期”。这一时期又细分为“第三期”和“第四期”两个

阶段。“第三期”(1922—1931)的特点是一方面以虚伪的形式上的地方自治来显示其较为“柔性政策”,另一

方面仍以治安警察法、治安维持法镇压殖民地人民的反抗。“第四期”(1931—1945)的特点是为日本处于准

战争及战争体制下,日本统治者使台湾战争基地化或要塞化达14年之久,“其基地化及要塞化,则突显台湾之殖民

地之属性,具有强烈的军事根据地的性质”。此一时期的殖民统治从原来的武官总督改为文官总督,“律令立

法”原则改为“敕令立法”原则。敕令立法与律令立法的区别在于律令立法为总督之行政立法,而敕令立法虽

由天皇名义发布,但为日本中央政府(内阁)行政权力作用的结果,故为中央政府的行政立法,敕令立法所标榜的

“内地延长主义”,即日本本土法制之延长施行于台湾。 

        与日本相比,台湾的人口和面积都不能说少,而且台湾的文化传统、社会结构、法制传统和政府治理方式更

与日本完全不同,如何将其“驯化”,是日本统治者侵占台湾后必须面对的挑战。为了巩固其殖民统治,日本殖民

者处心积虑地将日本“本土”法律与台湾实情“相结合”,建立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这套法律体系,对日本在

台半个世纪较为稳定的统治起了重要作用。对这套法律体系的分析,亦即对日本在台统治性质的分析。  

        台湾殖民地时期的刑事法制,自军政时期的军令刑法始一直到台湾光复,其重要特点是威压报应主义和民族

歧视。如1898年11月通过的“匪徒刑罚令”实际是1895年军政时期的“台湾人民军事犯处分之谕示”及“台

湾住民刑罚令”之延续,实质是镇压台湾人民的反抗。在20年代进入“敕令”时期并标榜所谓“内地延长”主

义,即台湾人也适用日本本土刑法,但却作了重要修改,“此一律令刑法仍被继续保持,并不惜因而在敕令原则和内

地延长主义之新貌上留一缺口,殖民地政府之目的,盖在于用以起威吓作用,预备必要时援用,其用心可以说是昭然

若揭的”。 



        殖民统治前期的民事法制,由于为了维持社会安定,无法短期内全部更张,只能承认以原有习惯即“旧惯”为

基调。但日本统治者并非无条件承认“旧惯”,而是有取有舍,这种所取所舍,反映出日本统治的需要。例如对于

土地的法律关系,日本殖民统治者就进行非常“积极”的改造,虽然一方面承认“旧惯”,但另一方面则积极进行

土地清查,施行土地登记,明确土地权利,实质是强化殖民政府对田赋(地租)的征收。同时,规定对未如期办理申报

者,径行宣告为国有,并拨日本财阀使用;同时还宣布无主公地和“凡无证明所有权之地契或其他确证之山林原野,

皆属官有”。这种对土地权利关系的“积极改造”,其实是赤裸裸的掠夺。与此相反,对亲属法关系则相当“消

极放任”,完全承认“旧惯”,如对于蓄妾、蓄婢、置奴等采取完全承认的态度,对纳妾更以“夫妾婚姻”的名目

为法律正式承认。直到后期之民事法制对此并无改变,盖因此对殖民统治毫无妨碍,甚至可以说这种“愚民政

策”(作者语)对其统治更为有利。再如,在1923年以前,日本统治者以承认、尊重“旧惯”为理由,禁止“本岛

人”组成现代化的公司,其目的是为了束缚殖民地人民经济活动的自由,抑制殖民地人民民族资本的发展。在宗

教方面,殖民统治前期因其根基未稳,所以对台湾本土宗教采取不干涉甚至放任的态度。但其统治后期便开始对

台湾本土宗教进行“整理”“净化”,以行政权力推行日本国教“神道教”,如1934年台湾总督府曾发令要求确

立每一街庄(乡镇)各建一所神社的方针,将神社置于地方教化的中心,同时促使各家供奉神宫大麻。这种宗教政

策,明显是为配合日本军国主义和战争的需要,对殖民地人民进行思想控制,培养死心塌地的“皇民”(但又无日

本本土“皇民”所享有的权利)。 

        在“殖民地统治后期”(1922—1945),日本对台的殖民统治从原来的武官总督改为文官总督,“律令立法”

原则改为“敕令立法”原则,标榜的“内地延长主义”,即日本本土法制之延长施行于台湾。这种“内地延长”

主义是否如现在有些人所说,标志着台湾民众(被殖民者称为“本岛人”)与日本本土人民(被称为“内地人”)享

有同样的平等的权利呢?对此问题,作者的分析格外细致深刻。 

        作者分析表明,日本旧宪法系采立宪主义原则,立宪主义原则一般归纳为:法治主义、代议制度、责任政治和

权力分立四点。在法治主义方面,台湾的司法制度并非完全独立,而且在立法方面殖民地无权选举议员以参与议

会立法之权的行使,而台湾的立法权实际是在总督手中。在代议制方面,日本议会的代表性仅及于本土,而台湾及

其他殖民地中既无独立的议会,而日本的议会也不能依选举产生其代表。在责任政治方面,由于殖民地无代表参

与议会,所以追问政府责任可能性之前提就不存在,“而殖民地总督享有广大之行政、立法、司法之权,其不对殖

民地人民负责尤不待言”。在分权制衡方面,如前所述,行政、立法、司法大权实际都集中在总督手中,根本没有

分权一说。而且台湾总督的专制并不以法制的规范为其界限,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非法律”或“超法律”的,

“而此专制政治之绝对性与彻底性,正是台湾殖民地统治制度之基本特质”。作者以许多案例表明,对于涉及殖

民地人民的政治及基本权利地位之事项,日本殖民统治者表现了极为坚执顽强的抗拒。所以,从人民应享有的最

重要的政治权利方面说,日本统治者并未将台湾人民视为“内地延长”的“本土人”。 

        有观点认为1923年以后之所以对“本岛人”施行日本“内地”的商法,允许其组织现代化的公司,说明其对

“本岛人”经济控制的放松。然而作者的分析表明,其实是因此时“日本产业资本之独占既已建立,并已获得对

‘土著民’(指本岛人)资金之控制,其对‘土著民’经济活动自由之法的约束,已可开放解禁”。再如,笞刑系对

犯人的体罚,为现代刑法思想反对,中国(当然包括台湾)封建法律向有笞刑,说明了法律的落后性。而日本自立宪

后即废除笞刑,然而,它在台湾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了笞刑,并在1904年1月以律令第一号公布,同年5月1

号施行,只到1923年修改法律时,才将此条删除废止。而诸如笞刑的废止等,容易使人误认为日本的统治已经和

缓,但实际并不如此。“盖‘内地延长’及其伴随之皇民化运动,强制改汉人姓氏为‘和’(日)式,并崇拜天照大

神,消除本岛人对于所隶民族之归属感(ｉｄｅｎｔｉｔｙ)及效忠,乃为更高度的民族压迫”。 

        总之,作者以深入细致的法理和案例分析表明,殖民地统治者所标榜的“内地延长主义”、“内台共婚”及

徒具虚名的“地方自治”企图使殖民地人民产生将可逐步获得与日本本土人民平等待遇的印象,以缓和殖民地

人民的反抗。“但是纵在其以敕令‘施行’其本国法之范围,遇有对殖民地人民基本权利承认其地位之规定,均

在排除之列;而刑事法制仍继续适用律令立法,并维持其威压、民族歧视主义之法制”。殖民地人民的基本地位

并未因此有实质上的改善,相反,“由所谓‘内地’延长主义,以及所代表的同化主义(从属的同化主义)的强化,毋

宁显示了殖民地统治者采取了更‘深文周纳’的殖民政策,殖民地人民所受到的政治压迫与凌虐,也未因进入新



的时期而有实质上的改善”。而“皇民化”运动,正是这种“同化”(却又不同权)主义合乎逻辑的发展和实质。


